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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科学视角下的时空智能与新时期城市精细化
治理：理论、方法与应用途径*

许立言    XU Liyan

城市的精细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维度，时空智能在该事业中扮演重要角色。从城市科学的

角度，结合新时期的目标与任务，试论述以时空智能支持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理论基础、方法框架和应用途径。首先扼要

梳理时空智能研究的谱系，并指出既有城市科学研究分别从地理模式、机制和调控的角度出发，不仅为城市精细化治

理建立了充分的可行性基础，而且设定了理论上所能达到的目标；大量方法研究亦为城市空间格局分析、交互和时间

动态规律挖掘、问题归因和趋势预测，以及运筹优化提供了丰富的工具库。进一步地，通过具体案例展示上述时空智能

工具在从城市态势感知、空间管理、响应处置、预判预警到体制机制建设的城市精细化治理完整闭环中的应用途径。

Refined urban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spatiotemporal intelligence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is endeavor. This pap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science and considering the objectives and tasks of the New Era, attempts to discuss the theoretical basis,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 pathways for spatiotemporal intelligence to support urban governance. This paper first briefly 
reviews the research spectrum of spatiotemporal intelligence and points out that existing urban science research has 
establishe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urban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geographical patterns, mechanisms, and 
regulation, while also setting theoretical goals that can be achieved. Many methodological studies have also provided a rich 
toolkit for urban spatial pattern analysis, interaction and temporal dynamic pattern mining, problem attribution and trend 
prediction, as well as operational optimization. This paper further demonstrates, through specific cases, the application 
pathways of the aforementioned spatiotemporal intelligence tools in the complete closed-loop of urban governance, from 
urban situation awareness, spatial management, response and disposal, prediction and warning, to institutional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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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维度[1]。然而，现代城市的

复杂巨系统特征[2]21-28对传统治理工具构成了

根本性挑战。如何精准认知多元城市主体的行

为特征，精细分析其相互作用，并精巧调控其

行为，从而促进城市运行更加高效、有序，实现

城市善治，成为当前城市精细化治理所面临的

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在此背景下，时空智能——即关于时空

0  引言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进入从规

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新阶段，城市工作的重

心正从“设计—建设”的增量阶段转向“监

测—优化”的存量阶段。因此，建立全周期、闭

环式的精细化治理体系以契合新时期我国城

市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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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时空智能体系
Fig.1  Spatiotemporal intelligence framework for 
refined urban governa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2 时空智能理论和方法体系
Fig.2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of 
spatiotemporal intellige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信息的智能体系，对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意义是

明显的。从基础设施到人群活动，城市治理对

象的时空属性及复杂关联无疑是普遍的[3]，时

空（或在一定语境下简化为“空间”）治理也

因此成为城市治理的主要面向之一，要求相应

智能化工具的介入[4]。以“智慧城市”为名的

各类时空智能应用近年来蓬勃发展[5-6]，凸显

了其普遍的技术价值。

本文希望强调的是，时空智能不仅是一

种技术工具。作为从人地关系角度理解和干预

城市复杂动态的一种途径，时空智能为作为交

叉学科的城市科学建立了基本框架。其整合了

地理科学、信息科学、复杂系统理论等学科的

视角、方法和知识，并植根于地理学“时空模

式识别—机制解析—调控优化”的基本范式。

近年来，时空智能研究不仅发现了大量关于城

市时空对象的实证规律[7]，还揭示了城市中人

类活动与物质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时空耦合

系统的演化模式、因果作用机制和干预渠道[8]。

这些理论突破和实证发现使得城市治理开始

从经验直觉转向规律驱动：基于时空模式规律

的问题诊断、依托因果推理的策略优化、遵循

理论极限的效能评估，正在重塑治理实践的

科学基础，并为破解传统城市治理中重静态规

划、轻动态调节的困境提供了新的可能。本文

的内容框架如图1所示。

1  作为基础科学的时空智能：理论与

方法

时空智能的本质是以地理学的研究范式

观照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以期揭示城市复杂

系统的运行规律，进而指导城市治理实践。地理

学的基本研究范式可概括为“模式（格局—过

程）—机制—调控”这一三元组[9]。在城市治理

的语境下，模式分析重点强调对特定研究对象

自身地理性质的认识，其中格局分析关注空间

要素的分布特征与结构模式，建立城市系统的

静态认知基础；过程分析揭示时空要素的动态

演变轨迹与交互规律，刻画系统的时变行为特

征。机制分析则着眼于解析多种地理对象在地

理格局形成与过程演化中的因果关联，从而构

建系统运行的理论解释框架。以上构成了地理

学研究范式中的实证部分。最后，调控分析构成

了地理学研究范式中的规范部分，即面向治理

需求，将对地理格局、过程和机制的科学认知转

化为可操作的时空干预策略[10]（见图2）。

1.1   时空智能的理论基础：物理定律、机制

动力学与调控边界

在地理学范式下，时空智能的理论基础

具有丰富的内涵。不妨遵循前述叙事逻辑，将

其分为3个层面。首先，在地理模式层面，所谓

理论指的是关于城市治理对象（城市中人类、

建成环境和其他对象）分布或行为的实证规

律，特别是（统计）物理学意义上的规律；其

次，在地理机制层面，理论的意涵在于各类城

市对象彼此关联的因果性法则和动力学模型；

最后，在地理调控层面，理论则更多地体现为

调控过程中的涌现性，尤其是城市系统调优限

度的理论极值等知识。

城市时空系统的“物理”性规律是时空

智能理论的第一层内涵。这些规律通常以统计

物理风格“定律”的形式给出，构成了城市科

学的实证基础。值得强调的是，虽然城市系统

的人类和物质组分看似随机性和差异性很强，

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城市在统计意义上有其稳

定的规律，这是城市作为复杂系统之涌现性的

体现，也是城市作为一门“科学”研究对象的

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学者早已揭示了一些经

典的定律，如关于城市规模分布的齐普夫定律

（Zipf's Law）[11]等。这些认识早已成为全体城

市研究和实践工作者的共同知识基础。然而，

近年来时空观测技术和分析方法的长足进步

推动了活跃的基础研究工作，大量关于城市系

统的新的重要定律被揭示出来，其进步节奏远

远超出了教科书更新的速度，因此值得在此择

要略作介绍。

在城市系统的时空格局方面，研究发现

城市形态呈现显著的分形特征，相当普遍的分

形维度（D≈1.7—1.9）刻画了城市用地形态

的自相似特性[2]155；对城市规模演化的认识则

经历了从齐普夫定律到更为复杂的无稳态非

幂律分布[12]400的升级。作为时空过程的典型代

表，人类移动（Human Mobility，HM）研究

揭示，个体时空行为在多种重要测度上遵循普

适的统计分布特征，如移动距离与回转半径

的（截断）幂律分布                 [13]、出行频次

的距离频率平方反比律等[14]524。与此同时，人

类移动在群体层面形成多种结构，如层级结

构——人类活动存在于一组尺度嵌套的时空

容器中，这一发现解释了无标度的幂律分布与

主观的特征尺度感受之间的矛盾[15]；向量场结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城市空间智能与规划 | 9 

构——群体移动向量服从高斯定律且具有无

旋性，因而可以定义势能场[16]4等。在分布和

结构之外，尚有守恒量研究：人类移动在任一

时刻最常访问地点数量在25左右，这一发现

解决了人类移动高度重复可预测但又缓慢演

化这两个发现之间的矛盾[17]。前述城市形态

特征和规模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类移动解

释[14]525，[18]，这些关联的构建就涉及时空智能

理论的第二个层面，即解释和预测。

时空因果机制的解析是时空智能理论的

第二层内涵。这里的“机制”至少可以有两种

理解，对应两条十分不同的研究进路。一方面，

“机制”可以理解为因果推断范式下的因果性

关联，对此，扩展的Pearl因果框架[19]为城市研

究提供了可靠的分析工具。通过引入时空反事

实推理，可以识别事件传导的因果链，例如商

业区犯罪率上升可能源于相邻区域警力重新

部署的溢出效应。近10余年来，此类研究随着

社会科学领域“可信性革命”[20]的浪潮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另一方面，除因果推断范

式外，利用最少假设模型解释人类移动和城市

的基本物理量的规律的由来以及物理量之间

的联系，是又一重要范式，不妨称为动力学范

式。例如，探索与偏好返回个体移动模型解释

了步长、驻留时长、扩散速度、返回频次等物理

量的标度律和相互关联[21]，对该模型的调整进

一步将探索者和返回者的二分[22]，以及频次规

律[14]524纳入了解释框架。有了这些理论，原则

上人们甚至可以解析某些重要的城市状态及

其动态，这种能力就将我们带到了时空智能理

论的第三个层面，即干预和调节。

城市治理语境下的时空调控反映了治理

者的主观能动性，对此，时空智能理论的第三

层内涵体现为以阈值、限界等形式给出的能

动性的限度。例如，人类移动可预测性上限定

理（Smax≈93%）表明人类移动的模式高度可

预测[23]，这使高精度治理的存在成为可能，同

时也指出了其效用边界；城市规模的随机方程

理论指出了城市规模分布的非稳态，以及受冲

击性人口流动影响产生的难预测性[12]399，[24]。

又如，在稍具体的问题上，面向基础设施规划，

一定结构的基础设施网络存在系统性的脆弱

性，在环境扰动不大于阈值时能够维持稳态，

但超过阈值将造成不可逆的崩溃，因而呈现

非线性特征[25]；面向电、水、车流管理，地理网

络存在系统性韧性[26]，同时也存在级联崩溃

的可能[27]；面向传染病传播规律研究，其背后

的隐藏几何结构不可忽略[28]等。此类涌现现

象是规划治理自身作为大量要素在多尺度发

生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充分认识并尊重

此类规律，对于在城市治理实践中合理设定

目标和路径、避免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

具有重要的价值。

1.2   时空智能的方法体系：从“原子化”算

法到共性能力

时空智能的方法体系同样可遵从前述地

理学研究范式，分为格局、过程、机制和调控分

析方法4大类，每类包括多种可实现特定分析

目的的“原子”化方法。进而为更好地与城市

治理语境衔接，这些原子化方法可进一步组合

为服务于治理实践的若干共性时空分析能力。

时空格局分析旨在识别城市系统的空间分

布特征与结构规律，为治理决策提供基础空间

认知。常见的格局分析包括：空间模式识别，如

通过人类移动势能场发掘城市圈层结构和多中

心结构[16]7，[29]；异常状态检测，例如基于复杂

网络的双曲理论模型[30]探测异常空间交互；

空间结构分析，例如基于复杂网络的低维几何

理论[31]，建立城市各局部之间空间关联的流形，

为空间分布的变量的关联、推断提供参考[32]等。

时空过程分析侧重于解析城市动态系统

的交互模式和演化规律。前述模式识别、异常

探测、结构分析等方法往往也均有针对动态、

交互或“流”[33]的版本，如流模式提取——使

用网络重整化，提取关键流及其层级结构[34]

等。值得一提的是，大量城市“流”形成复杂

网络，针对城市网络的分析方法是时空过程分

析中的一大重要类型，例如网络结构分析——

通过计算节点介数中心性与社区模块度，揭示

交通出行网络的空间组织特征[35]；通过人类移

动规律，对出行OD等空间网络进行合成和预

测[14]526，[36]；动态建模，例如应用时空超图理

论，为地铁出行等多途经点行为建模[37]等。

时空机制分析致力于揭示城市现象的因果

关联与驱动规律，或利用已知因果关联和驱动

规律推导未知因素。该方法可应用的方向包括：

因果推断，如运用时空加权回归（GTWR）模

型与贝叶斯网络，量化政策干预的时空异质性

效应[38]；人地关联挖掘，例如通过张量分解发现

城市功能分区与活动人群的对应关系[39]，以及

城市功能结构对人口波动及其时空标度律的影

响[40]；基于行为表现模式的影响因素反演，即借

助人类移动规律和物理量，发掘不同群体或处

于不同场地时的行为参数差异[41]655，以揭示群

体画像[42]、土地利用[43]、公平性[41]657等。

时空调控分析则面向城市治理策略的

生成与优化，其方法大抵属于运筹学范畴，只

是强调运筹对象的时空属性乃至动态性。其

主要应用方向包括：资源配置的时空优化，例

如面向人类移动场景下动态需求的覆盖选址

问题[44]，以及拼车等场景的动态匹配问题[45]；

治理分区划分，例如立足于城市科学中的连

续性、中心性和路网优化理论，通过空间交互

划分应急管理单元[46]1316，以及立足于网络固

有社团结构存在性理论，融合空间交互、地

理邻近、人口和电信流量使用的电信治理分

区[47]2165；过程干预设计与评估，如借助网络

传播模型和人类移动数据，评估传染病干预

措施的效用[48]，以及优化干预方案[49]；路径规

划，如基于网络双曲几何，论证可导航性以及

快速实现最短路径提取[50]等。

以上时空分析方法梳理的线索是学理逻

辑。若从城市治理实践的角度，则不难发现学

理和实践话语体系有时并不相容。例如，假设

治理实践要求识别某类城市事件的时空“规

律”，此要求可能指的是其时空格局或过程的

“模式”；又如，假设治理实践要求对某种城市

对象进行“预测”，则该任务既可能通过模式

外推，又可能通过机制推断乃至动力学计算实

现。为弥合两种话语体系之间的张力，本文认

为在城市治理的时空能力建设实践中，在系统

架构上为算法层（通常属于中台）设计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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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时空智能支持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应用框架
Fig.3  Application framework of spatiotemporal intelligence for supporting refined urban governance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结构是必要的，其中下层包括上述4大类基础

时空分析的“原子”化方法；上层则可根据城

市治理实践的切实需求，将这些方法重新组合

为若干种面向实操的共性能力，如指标计算、

空间区划、区位分析、评估评价、归因诊断、模

拟仿真、预测预警、运筹优化等。当然，如何实

现这种组合，即甄别实践需求的方法本质、进

而选择合适的“原子”化算法并完成分析，十

分考验系统设计者的能力。这反过来进一步强

调了从业人员掌握时空智能基础理论并熟悉

其方法体系的重要意义。

2  时空智能的城市治理应用

时空智能技术工具体系的建设归根结底

应服务于城市治理的切实需求。如前所述，在

我国城镇化阶段转型、治理能力建设目标及

精细化要求的大背景下，时空智能支持新时

期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在于构建“可感知、

可计算、可优化”的治理闭环系统[51-52]。为此，

本文提出一种时空智能支持城市精细化治理

的应用框架，其强调相关技术方法在城市治

理5个主要环节——态势感知、空间管理、处

置响应、预判预警、体制机制建设中的应用途

径（见图3）。这5个环节构成了完整的治理技

术闭环，其逻辑为：态势感知通过多源数据采

集和融合治理建立城市运行的准确、细粒度、

高动态数字基底；空间管理作为基础操作层，

通过网格分区等手段为各种治理目标划定合

理的空间管理和操作单元；处置响应针对具体

问题进行精准、敏捷干预；预判预警则基于深

入时空机制的揭示而“治未病”；最后，体制

机制建设为技术应用提供制度保障。

2.1  态势感知

可靠的城市态势数据输入是任何智慧城

市系统的运行基础。由于城市治理中大量数

据本质上属于社会感知数据[53]513，城市治理中

态势感知的主要挑战源于此类数据中常见的

3类质量问题，即观测有偏性、时空稀疏性和

语义单薄性[54]41。三者的危害是递进式的：若

数据存在系统性偏差（偏），即便通过技术手

段扩展时空覆盖（稀）或丰富语义信息（薄），

其结果仍可能偏离真实的城市运行状态。为

此，需要综合运用合理的时空智能方法进行数

据治理，从而实现数据质量提升，为城市治理

建立可靠的态势基础。

观测有偏性是数据治理的首要问题，其

由来在于社会感知数据生成过程中人类认知、

行为的多种扭曲效应。例如，考虑对某种城市

事件的观测，视频监控设备的部署策略可能导

致空间选择偏误；市民投诉数据则因居民举报

意愿差异，实际上仅反映了特定人群而非市民

整体的偏好。这些偏误使得数据不能客观反映

城市问题的全貌，甚至可能放大认知偏差。为

解决这一问题，可利用“多渠道部分重复观

测”机遇构造时空因果推断模型，在此基础上

应用贝叶斯信念网络或其他时空统计推断方

法分解，并最终校正各类偏误效应[54]46。

确保数据可靠性是解决时空稀疏性问题

的前提。受成本与物理限制，对地理对象的观

测往往存在时空盲区，导致任何数据在特定时

空尺度上都是稀疏的。对此，可联合应用时空

智能和其他方法提出一个“生成—增强”协

同框架：一方面，基于空间统计学模型（如地

理加权回归）进行数据扩样[55]，或采用生成对

抗网络（GAN）或扩散模型[56]等方法模拟未

观测区域的潜在事件分布[57]；另一方面，通过

强化学习优化移动感知设备的动态部署，实现

关键区域的主动补强。在城市治理语境下，这

也是将数据稀疏性处理转化为治理资源优化

配置问题的一个途径。

一旦无偏且稠密的数据基准得以建立，

语义单薄性问题就不难解决了。稠密且无偏的

数据容易进行多尺度时空对齐，从而允许多源

融合技术充分发挥效能。数据融合加厚可以通

过直接时空对齐实现[2]351，也可以通过结合时

空知识图谱挖掘“事件—环境—行为”的关

联规则而实现[58]。例如，整合市民投诉与街景

影像数据时，精确的时空坐标使建筑立面特

征、商业设施密度等语义信息能够准确关联，

进而识别噪声投诉中的餐饮聚集区影响机制。

在城市治理语境下，这种融合不仅扩展了数据

维度，其构建的时空和语义关联本身也有助于

揭示治理对象的深层作用逻辑。

2.2  空间管理

城市治理的日常任务之一是将其决策落

实到具体的空间单元上，例如社区、街区或其

他功能分区。对这些空间单元的识别、划定和

动态调整，即为城市治理中空间管理环节的任

务。这一环节既要满足行政区划、自然条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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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等刚性要求，又要反映城市形态、结构和功

能的内在逻辑，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其复

杂性体现在数据基础与划分方法两个层面。

高质量的城市空间单元数据是科学治

理的前提，但这一前提并不容易满足。具体来

说，我国城市治理中的基本空间单元可视为

各级“片区”“街区”或“网格”（强调相当细

的空间划分颗粒度）等，但在全球范围内，

此类数据普遍存在缺失与标准割裂问题。虽

然部分发达国家已建立成熟的街区划分体

系（如美国的普查区census tracts/blocks），

但发展中国家往往缺乏系统化的空间单元数

据；即使存在这种数据，不同国家采用的分级

逻辑也差异显著，导致国际比较基准无法建

立。针对这一问题，可通过融合开放街道地图

（OpenStreetMap）数据与多尺度空间分析

方法，构建覆盖全球主要城市（985个）的分

级街区/片区单元划分数据集（MSDCW）。该

研究集中使用了各类时空智能方法，包括采用

约束Delaunay三角剖分技术识别街区邻接关

系，结合道路缓冲分析与形态规则化算法，生

成标准化空间单元，以及构造形态一致性和可

比性指标用以验证结果等（见图4） [59]6。

同时，城市治理空间单元的划分往往涉

及多重目标，而它们之间常有冲突。例如，分区

边界需要保持稳定以方便管理，但也有随人口

流动与经济活动进行动态调整的需求；区域内

部要求属性同质化，而跨区域交互需要最小化

阻隔。这里描述的正是前文所述的时空智能基

础理论中空间形态与空间交互的张力问题。因

此，该问题是本质性而非技术性的，不可能从

根本上“解决”。在实践中，可根据特定的治理

目标和城市实际条件施加适当的约束，并通过

空间运筹的方式求得一定条件下的相对最优。

例如，一种融合了地理网络社区探测和扩张修

型的地理区划方法框架，其将空间属性（如用

地功能、人口密度）编码为多层网络中的节

点，将交互数据（如通勤流、信息流）建模为

网络连接，进而通过社区检测识别潜在功能

簇，最后经核扩展算法生成连续的空间治理单

元，在实证中显示了有效性[47]2168-2174。

2.3   响应处置

城市时空态势的精准感知和空间管理单

元的科学划分是城市精细化治理中基础性、前

提性的任务。在更加具体、落地的管理实践环

节，如何高效处置海量的城市日常问题，是治

理效能提升的主要挑战。当前，在通常以任务

工单为载体的城市问题“上报—分拨—处置”

链条中的每个环节都存在多种困难。如任务分

拨环节中，因空间定位模糊、责任主体交叉而

导致的响应延迟；处置调度环节中，受限于一

线人力物力资源的高度复杂性而难以实现动

态资源的优化配置等。不难看出，这些问题都

存在明显的时空维度。因此，通过引入时空数

据增强、空间语义解析和时空运筹等技术，时

空智能方法体系可为破解上述难题提供有力

的支持（见图5）。

在任务分拨环节，传统上城市问题处置

的主要痛点包括工单重复、分类混乱、任务分

派“踢皮球”等问题。通过地理编码技术，工

单中的非结构化地址信息可被转化为精确的

地理坐标，并关联市政网格边界与历史工单

热力图，形成空间上下文映射，由此不仅解决

了“问题发生在何处”这个基本问题，还有助

于进一步通过“空间—语义”双重校验（地

理编码确保事件定位的空间准确性，语义解析

则通过上下文理解消解职责边界模糊的问题）

明确后续的任务分拨责任主体。当然，这里的

语义解析是通过大语言模型等自然语言处理

技术实现的。时空智能与大语言模型等新兴技

术的融合，为城市问题工单的智慧化精准分拨

带来了巨大的创新可能性。

在问题处置环节，实践中的主要挑战在

于如何实现日常和各种应急响应情形下各类

治理资源的准确指挥调度和高效利用。当前，

我国城市已普遍实现管理网格的基本覆盖，人

员、设备、资产等各类资源也通常相对均质化

且刚性地与管理网格绑定，但均质化的网格体

系难免忽视城市空间的可达性差异与城市事

件分布的动态特征。这是一个典型的时空运筹

问题，可引入基于交互网络的空间优化方法来

解决[46]1316。首先，可对一线巡逻人员历史轨迹

所形成的空间网络进行社区检测，将城市划分

为内部通行成本最小化的管理单元，同时约束

各分区工作负荷的均衡阈值。接下来，在台风、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等应急响应场景下，通过动

态调整事件密度权重，实时重组分区边界与资

源配置优先级。例如，在暴雨引发的内涝事件

中，系统可自动识别积水高发区域，将其周边

3—5个常规管理单元合并为临时应急分区，

集中调度抽水设备与巡查人员，同时通过相邻

分区的弹性扩缩维持基础服务覆盖。在这个例

b  5级街区分区数据集                                       c  多目标空间单元划分                                

a  有偏的态势感知

图4 态势感知和空间管理实例
Fig.4  Examples of situation awareness and spatial management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47]2168，[54]44，[59]4自绘。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12 | 城市空间智能与规划

子中，城市形态的某种普遍规律在理论上支持

了上述优化操作的可行性，而时空运筹技术具

体地实现了该优化操作，从而提升了城市管理

在问题响应处置环节的效率和韧性。

2.4  预判预警

更进一步地，相比问题发生后的高效处

置，更高水平的城市治理则聚焦于风险的前瞻

预判与系统性防控。这一目标驱动着治理范式

从末端治理向源头管控、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

判——或一言以蔽之，从治标向治本转型。对

此，无论是基于模式识别、因果推断还是动力

学计算，时空智能方法体系提供了丰富的工具

库，可借以实现城市问题的预测、预判和预警。

在理论层面，城市问题的可预测性与其

内在规律密切相关。部分问题如交通拥堵、季

节性环境变化等具有显著时空规律性，可通过

历史模式识别与周期分析实现预测；而突发事

故、极端天气等随机性事件虽不可完全预知，

但通过异常检测与风险概率建模仍可划定潜

在影响范围。对于这种预测，重要的是合理设

定其准确性、前瞻性等目标。对此，时空智能

的理论研究有助于通过揭示城市动态的复杂

性边界而设定上述目标。例如，多尺度时空分

析[60]表明，异常事件的表达特征受观测尺度影

响，精细尺度能捕捉局部扰动，宏观尺度则反

映系统性偏移。这种尺度敏感性为构建分层预

警体系提供了理论依据——通过多尺度特征

匹配，既能识别微观异常征兆，又能评估其对

宏观系统的潜在传导效应，从而界定可预测性

的限度。

在方法实践层面，可通过多种时空智能

技术路径支持城市问题的预判预警。例如，基

于时空模式分析，可通过分解时间序列、提取

残差特征，识别偏离常态的潜在风险。如上述

多尺度异常检测方法可有效分解城市动态中

的周期、趋势和随机组分，并量化残差异常，

由此既能发现节假日出行模式的全局偏移，

也能定位局部区域因大型活动引发的瞬时聚

集，为交通管控与安全预警提供前瞻线索。又

如，基于统计推断或其他推断方法（如机器学

习），可通过构建概率模型量化风险阈值、归因

致灾要素。例如在城市噪声污染治理中[61]11，

可通过时空克里金插值与Tobit模型预测城市

不同功能区的噪声超标概率及其规划根源，以

辅助城市规划及管理部门提前优化设施布局、

部署执法力量。再如，在街道摊贩治理中[62]8，

可通过特征工程实现模式泛化，并进而通过

XGBoost等简单机器学习算法识别摊贩聚集

地的城市环境和功能特征，并结合时间序列预

测其出现概率，从而支撑城管资源的精准预调

度。未来，随着实时感知与边缘计算等支持性

技术的发展，城市治理中的预判预警甚至可能

将从事后复盘逐步走向实时演算，使城市治理

真正步入“治未病”的新境界。

2.5  体制机制建设

城市治理的现代化转型不仅依赖技术方

法层面的创新，更需要与时俱进的体制机制改

革作为制度保障。虽然这项工作的核心是规则

与流程的重构，但时空智能理论与方法仍能够

为制度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与实践工具。社会感

知理论[53]521-524为此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进路：

通过对市民活动数据中隐含的治理需求的时

空智能挖掘，可将碎片化的民间反馈转变为系

统化的制度优化依据，从而推动治理规则从经

验预设向数据校准演进。下文将从法律法规和

标准规范体系两方面分别说明。

城市治理法律法规的完善得益于社会感

知对现实矛盾的精准映射。以城市噪声管理为

例，当前的管理措施大体采用了基于噪声物理

响度即分贝限值的分区管理策略。然而，社会

感知角度的研究表明，噪声的客观水平与市民

对噪声扰民程度的感知往往不一致，后者与城

市功能有关，如居住区22:00后的“噪声敏感

度”是商业区的3倍[61]16。该发现由此可作为

结合主客观噪声状态的管理法规完善的依据。

类似逻辑亦可推广至其他新兴领域，使技术应

用与法律法规框架协同进化。

城市治理标准规范的更新同样可依托社

会感知对治理盲区的系统性发现。以城市问题

分类标准为例，传统分类标准易陷入管理者视

角的局限，例如将“占道经营”笼统归为市容

问题，却忽视其民生服务属性。相反，从社会感

知视角出发分析12345热线文本的时空关联

特征，可发现市民诉求中存在约40%未被定义

的问题类型，继而通过时空和语义聚类，构建

起128类精细化问题标签体系[63]13-16。这种方

法相比传统“自上而下”的城市问题分类体

a  街道摊贩活动预测模型                                                b  部门工作效率提升

c  噪声敏感度治理                                                            d  城市管理网格优化
图5 响应处置、预判预警和机制建设实例
Fig.5  Examples of response handling, risk prediction, an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46]1323，[61]1，[62]6，[63]10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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